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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持续发展不仅需要财务资源、技术流程改进与清洁

生产政策等支撑，更离不开对利益相关者—员工的密切

关注（Aryanasl A et al.，2017）。

以往对于员工工作绩效的探究多集中于工作场

所（Yang Y et al.，2024；López-Cabarcos M Á et al.，

2022）。实际上，家庭作为个体重要的生活领域，其与

工作的互动质量直接影响工作表现（Aruldoss A et al.，

2021）。中国深厚的儒家“家文化”传统，强化了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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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研究以综合激励模型为理论基础，探讨家庭动机对一线操作员工角色内外绩效的差异化影响，并引入组织约

束、家庭财务压力及工作胜任力为调节变量，探讨上述差异化影响的边界条件。以石化行业一线操作员工为研

究对象，采用两轮问卷调查，共收集211份有效配对问卷，利用SPSS26.0及Mplus7.4软件，采用层级回归法对

采集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1）家庭动机对石化行业一线操作员工的角色内绩效（安全绩效、

任务绩效）、角色外绩效（组织公民行为）均存在显著正向影响；（2）组织约束正向调节家庭动机与安全绩效

之间的关系；（3）家庭财务压力正向调节家庭动机与任务绩效之间的关系；（4）工作胜任力正向调节家庭动

机与组织公民行为之间的关系。本研究丰富了家庭动机对角色内外绩效的作用效果及其边界条件的研究，有助

于企业重视家庭动机在激发石化行业一线操作员工角色内外绩效中的关键作用，并在不同层面制定差异化引导

政策促进家庭动机向角色内外绩效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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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石油化工产业作为国家能源安全体系的战略支柱，

凭借其技术密集与资本密集的双重属性在国民经济中具

有系统重要性（Yu K et al.，2024）。然而，石油化工行

业涉及危险材料的运输、储存和使用等高度多样化，成

了风险最高的行业之一（Qinqin C et al.，2014），并由于

接触化学污染物和工作场所的物理危害而对员工构成高

风险（Wan Hooi L，2010）。在此背景下，石油化工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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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家庭责任与和睦的追求（Chen X，2019）。这种文化

心理构成了综合激励模型中一种关键的内在奖酬价值认

知（Porter L W & Lawler E E，1968），促使员工在工作中

主动寻求更优表现，以满足家庭的实际需求、回应家庭

的情感期待（Zhang M et al.，2012）。这正是家庭动机的

核心内涵—个体为家庭福祉而在工作中投入努力的意愿

（Menges J I et al.，2017）。以往研究证实了家庭动机通

过心理意义正向影响工作绩效（Yaqoob S et al.，2023），

在滥用监督和员工的工作绩效之间发挥调节作用（Tariq 

H & Ding D，2018），也能通过自我效能感提升人际指向

公民行为（Umrani W A et al.，2020）。然而，这些研究

大多将绩效视为整体构念，未能细致拆解其内在维度，

也未能系统揭示家庭动机向不同绩效维度转化的差异化

路径与边界条件，限制了理论的深入与应用上的精准。

此外，工作绩效的多维结构已形成学界共识，与

综合激励模型中绩效是努力、能力、角色感知等多变量

函数的观点相呼应（Porter L W & Lawler E E，1968）。

Borman和Motowidlo从绩效的行为角度出发，提出了二维

绩效模型，将工作绩效分为角色内绩效和角色外绩效

（Borman W C & Motowidlo S J，1993）。角色内绩效包

含任务绩效与安全绩效。对于石化行业而言，一线员工

的任务产出关乎国家能源命脉（Campbell C J，2002；De 

Almeida P & Silva P D，2009），其安全表现则直接关系

到个人生命与企业存续，尤其在高温、高压、有毒有害

的作业环境下（Naji G M A et al.，2022；Wu T C et al.，

2011；Cheng C W et al.，2013），安全绩效更是角色认知

的核心。因此，探究该群体的任务与安全绩效极具现实

必要性。角色外绩效的组织公民行为是指属于员工工作

角色之外、能为组织带来积极影响的行为（Organ D W，

1997）。依据综合激励模型，组织为员工提供满足家庭

需求的外在奖酬会强化员工对奖酬公平性的感知，进而

提升满意度，促使其通过超越职责的积极行为回馈组织

（Porter L W & Lawler E E，1968）。因此，将组织公民行

为纳入分析，能更完整地呈现家庭动机的激励效应。

基于综合激励模型，努力向绩效的转化受到多重条

件的影响（Porter L W & Lawler E E，1968）。为此，本

研究引入三个关键调节变量：组织约束作为规范员工行

为的有效手段，能够直接影响努力到绩效的转化效率。

僵化的约束可能抑制家庭动机的内化，从而削弱其对安

全绩效的驱动作用（Li W et al.，2024；Deci E L et al.，

2017）。其次，家庭财务压力被视为员工职业发展和自

我提升的重要驱动力之一，会影响综合激励模型中奖酬

价值认知与努力—奖酬转化预期，财务压力越大，员工

通过提升绩效以获取经济回报、缓解家庭负担的动机往

往越强（Bakker A B et al.，2014），这可能进一步强化家

庭动机向任务绩效的转化路径。最后，工作胜任力作为

个体将努力转化为绩效的能力基础，高胜任力员工能更

高效地完成工作任务，从而获得更高的工作满意度和自

我效能感（Parry S B，1996；Woodruffe C，1993；Shockley 

K M & Singla N，2011），这使他们可能拥有更充沛的心

理资源去主动展现组织公民行为，促使家庭动机更容易

导向角色外绩效。

基于此，本研究以综合激励模型为理论基础，探

讨家庭动机对一线操作员工的角色内外绩效的差异化影

响，并引入组织约束、家庭财务压力及工作胜任力作为

调节变量，探讨上述差异化影响的边界条件。

2  研究假设

2.1  家庭动机与员工安全绩效

在石化行业高风险的工作环境下，安全绩效直接

关乎员工身心健康与家庭福祉。家庭动机作为一种内

在心理驱动力，正日益显现出对安全绩效的积极影响

（Vallacher R R & Wegner D M，2012）。首先，家庭始终

被看作社会支持及个体情感的重要来源，能为员工提供

心理上的支持（Adams G A et al.，1996），强化员工对安

全的奖酬价值认知（Porter L W & Lawler E E，1968），

使其将安全上岗视为保障家庭幸福的核心前提，从而增

强面对工作挑战的心理韧性，更主动地遵守安全规范投

入安全努力（Liu F et al.，2023）。其次，当员工参与公

司各类安全培训活动时，家庭动机的积极影响尤为重要

（Zhang X A et al.，2020），能塑造员工清晰的安全角

色感知，出于对家人的关爱与责任，员工会更认同自身

在安全方面的职责，进而积极参与安全培训，提升安全

知识与技能（Menges J I et al.，2017），创造更高的安全

绩效。此外，家庭动机还潜移默化地影响员工的职场行

为模式，当员工心怀为家人创造稳定、幸福生活的愿望

时，在工作中会更加注重安全，主动学习安全技能、培

养安全意识（Menges J I et al.，2017；Kucherov V et al.，

2014）。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H1：家庭动机正向影响安全绩效。

2.2  家庭动机与任务绩效

家庭动机作为员工个人价值观和工作态度的重要组

成部分，不仅关乎员工对家庭的责任感，更深刻影响其

职场表现和成就。首先，综合激励模型提出内在奖酬价

值认知直接决定努力程度。Grant指出家庭动机是驱动个

体持续付出努力、造福他人的重要动力之一（Grant A M 

et al.，2007）。当工作成果直接惠及家庭时，员工能直观

感受到工作对家庭的积极影响，这种反馈带来的强烈成

就感与满足感（内在奖酬）能有效激发其持续投入复杂

任务的内在动机，推动任务绩效提升（Othman A K et al.，

2022）。其次，综合激励模型明确能力感知是努力向绩

效转化的关键。员工通过积极工作改善家庭经济状况，

或为家人创造更舒适的生活环境时，会同步提升自我价

值感与技能信心（Erum H et al.，2020），进而有效激发

内在动机，展现高任务绩效。此外，综合激励模型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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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晰的角色感知会放大努力的针对性。当员工面临家庭

对于自己的需求时，高家庭动机的员工会产生更强烈的

责任感。尤其是当受益人是家庭成员时，这种对为家庭

创造保障的清晰角色认知，会促使员工更加专注于家庭

需求，并且激励员工不断提升能力与表现，从而创造出

更多的任务绩效。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H2：家庭动机正向影响任务绩效。

2.3  家庭动机与组织公民行为

家庭不仅是个人情感的港湾，更是塑造个体行为和

价值观的重要场所（Gan Y et al.，2024）。综合激励模

型强调内在奖酬价值认知是努力的核心驱动，家庭动机

让员工将工作与家庭幸福深度绑定，使工作成为表达价

值观、实现自我价值的载体（Kahn W A，1990）。家庭

动机作为一种深层次的内在驱动力，为家庭创造未来的

意义感的内在奖酬能够显著增强员工的能量水平。而这

种能量状态作为影响个体工作效率与满意度的重要因素

之一，在高能量状态下，员工工作专注度与主动性有效

提升，促使其主动付出超出角色的努力，展现组织公民

行为。其次，综合激励模型的核心闭环是“绩效—满意

度—再努力”的溢出效应，当员工在家庭动机驱动下高

效完成本职工作后，他们的剩余精力并不会就此消散，

反而会以一种溢出效应的形式，进一步增加与工作任务

相关的额外努力。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H3：家庭动机正向影响组织公民行为。

2.4  组织约束的调节作用

组织约束，作为管理和规范员工行为的手段，能够

对员工行为进行规范和限制，确保生产安全和工作效率

（Spector P E & Jex S M，1998），减少安全事故和成本损

失。依据综合激励模型，努力向绩效的转化依赖角色感

知、工作环境等关键条件，而组织约束正是通过调节这

些条件，影响家庭动机驱动的安全努力向安全绩效的转

化效率。

当组织约束程度较高时，其外在强制力可能引发员

工心理压力（Pindek S & Spector P E，2016），但同时也

能通过明确行为边界，降低了环境不确定性带来的认知

负荷。出于对家庭的责任感，员工在工作中更倾向获取

安全知识，提高安全动机（Christian M S et al.，2009）。

而组织约束的引入，进一步为员工营造了支持性环境，

创造了良好的安全氛围。在这种支持性环境下，员工的

敬业度有效提高，展现出高安全绩效（Nahrgang J D et 

al.，2011）。当组织约束程度较低时，员工行为更多依

赖自主决策而非外部强制，违背了稳定环境与清晰角色

是绩效转化基础。当安全规程模糊或执行松散时，员工

即使心怀家庭责任，也可能因角色感知模糊而降低安全

行为优先级，导致员工安全行为减少（Bayram M et al.，

2022），从而降低安全绩效。因此，基于以上分析，提

出以下假设：

H4：组织约束正向调节家庭动机与安全绩效的

关系。

2.5  家庭财务压力的调节作用

家庭财务压力通常是指个体感知到难以为家庭提供

必需品或被迫削减家庭正常支出以满足不断增长的家庭

财务需求，反映出家庭需要财务支持的程度（Ponnet K et 

al.，2016）。依据综合激励模型，个体努力程度取决于

对奖酬价值的主观判断，而家庭财务压力正是通过调节

这一关键变量，影响家庭动机向任务绩效的转化强度。

当家庭财务压力较高时，会强化外在奖酬价值认

知。高家庭财务压力的员工不再仅仅将工作视为个人职

业发展的手段，而是深刻意识到其对于家庭幸福与稳定

的重要性（Friedline T et al.，2021）。此时，家庭动机驱

动的责任感会与努力提升绩效以获得更多外在奖酬的认

知叠加，放大奖酬价值转化为努力的驱动效应，促使员

工更投入地工作。当家庭财务压力较低时，员工无需过

度依赖工作收入来维持家庭经济需求，可能更关注工作

与生活平衡，特别是养家动机驱动下的员工会更愿意更

重视家庭关系和内在生活目标（Kasser T & Ryan R M，

1996），而非追求职业晋升或经济回报，从而导致任务

绩效下降。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H5：家庭财务压力正向调节家庭动机与任务绩效的

关系。

2.6  工作胜任力的调节作用

胜任力一词可以理解为能够直接影响工作业绩的个

人条件和行为特征（Mc Clelland D C，1973）。Spencer

等指出胜任力是指一个人所具有的潜在基本特质，而这

些潜在的基本特质不但与其工作或职位上的绩效表现

有关，同时也可以影响或预期工作行为（Spencer L M & 

Spencer S M，1993）。研究表明，个体的能力水平对任务

完成效能具有决定性作用。依据综合激励模型，个体努

力向超出角色的积极行为转化，需以能力素质为基础。

当员工具有较高的工作胜任力时，员工能高效应对工作

要求而显著降低工作不安全感，提升工作幸福感。在这

种心理状态的优化下，家庭动机驱动下的员工能有效应

对工作中的挑战，形成坚定的自我认知，增强自我效能

感和内在动机（Ryan R M & Deci E L，2000），为员工发

生组织公民行为营造了有利条件。当员工工作胜任力不

足时，员工对自我能力产生怀疑而陷入消极情绪中。即

使是高养家动机的员工在这种情绪耗竭下，自身心理资

源也会得到大幅度耗减。为了保存自身资源，员工会将

工作中心聚焦到提升技能掌握度、问题解决能力和自我

管理能力等方面，而对进行组织公民行为的投入则会相

应减少（Hobfoll S E，1989）。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以下

假设：

H6：工作胜任力正向调节家庭动机与组织公民行为

的关系。



家庭动机对一线操作员工角色内外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2026 年 1 月
第 8 卷第 1 期 ·17·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pc	 https://doi.org/10.35534/pc.0801003

综上所述，本研究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图 1  理论研究模型

Figure 1  Theoretical research model

3  研究方法

3.1  样本数据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以中国西南地区石化行

业一线操作员工为调查对象。问卷包括人口学变量及

七个核心变量量表。通过设置反向题、必答项等措施

保障数据质量，并向参与者承诺所有信息仅用于学术

研究。问卷分两次发放，第一波调研中，回收了437份

调查问卷，有效问卷321份，有效回收率为73.5%；第

二波调研中，回收了416份问卷，有效问卷275份，有

效回收率为66.1%。通过对两次调研所收集的有效问卷

进行配对处理，最终获得211有效问卷。有效样本在人

口统计学特征方面的分布情况如表1所示。值得注意的

是，本研究样本中男性占比93.8%、女性仅占6.2%，

与石化行业一线岗位男性从业者占主导的实际情况 

相符。

表 1  样本人口统计学分布情况（N=211）

Table 1  Sample demographic distribution (N=211)

项目 类别 频率 百分比

性别
男 198 93.8

女 13 6.2

年龄

21 ～ 25 岁 12 5.7

26 ～ 30 岁 27 12.8

31 ～ 35 岁 36 17.1

36 ～ 40 岁 29 13.7

41 ～ 45 岁 25 11.8

46 ～ 50 岁 30 14.2

51 ～ 55 岁 27 12.8

56 ～ 60 岁 25 11.8

项目 类别 频率 百分比

受教育程度

初中及以下 32 15.2

高中或中专 87 41.2

大专 64 30.3

本科 26 12.3

博士研究生 2 0.9

工作年限

2 年及以下 39 18.5

3 ～ 5 年 33 15.6

6 ～ 10 年 17 8.1

11 ～ 15 年 25 11.8

16 ～ 20 年 10 4.7

21 ～ 25 年 13 6.2

26 ～ 30 年 24 11.4

31 ～ 35 年 18 8.5

36 ～ 40 年 21 10.0

41 ～ 45 年 10 4.7

46 年以上 1 0.5

用工形式

合同化 109 51.7

市场化 20 9.5

业务外包 82 38.9

家庭总人口数

2 4 1.9

3 72 34.1

4 44 20.9

5 37 17.5

6 27 12.8

7 17 8.1

8 9 4.3

9 1 0.5

3.2  测量工具

（1）家庭动机

家庭动机的测量采用门格斯等（Menges J I et al.，

2017）开发的量表，共5个题项。该量表的Cronbach’s α

为0.928，CR为0.928，信度良好。

（2）安全绩效

安全绩效的测量采用格里芬和尼尔（Griffin & Neal，

2000）开发的量表，共14个题项。该量表的Cronbach’s α

为0.976，CR为0.979，信度良好。

（3）任务绩效

任务绩效的测量采用龚雅平等开发的量表，共4个题

项。该量表的Cronbach’s α为0.956，CR为0.957，信度良好。

（4）组织公民

组织公民行为的测量采用李基范（Lee）等开发的量

表，共16个题项。该量表的Cronbach’s α 为0.967，CR为

0.951，信度良好。

（5）组织约束

组织约束的测量采用佩克特（Spector）和杰克斯

（Jex）开发的量表，共11个题项。该量表的Cronbach’s α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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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0.963，CR为0.983，信度良好。

（6）家庭财务压力

家庭财务压力的测量采用庞内特（Ponnet）等开发的

量表，共12个题项。该量表的Cronbach’s α 为0.947，CR

为0.947，信度良好。

（7）工作胜任力

工作胜任力的测量采用奥图（Otoo）和米什拉

（Mishra）、埃比和多宾斯（Dobbins）、阿什福德

（Ashford）及雷斯特（Rest）使用的量表，汇总后共20个

题项。该量表的Cronbach’s α 为0.972，CR为0.949，信度

良好。

（8）控制变量

本研究把人口统计学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包括性

别、年龄、教育程度、工作年限、家庭抚养孩子数等

（Menges J I et al.，2017；Dahl M S et al.，2012）。

4  研究结果分析

4.1  本研究运用 Mplus7.4 对量表进行验证性因子

分析（CFA）

由表2可知，在所有模型拟合结果中，七因子模

型的拟合效果最优（χ2 /df=2.472，SRMR=0.0407，

CFI=0.935，TLI=0.926），因此本研究认为七因子模型在

拟合数据时表现最佳，具有较高的拟合度和解释力。其

次七个核心变量的各题项因子载荷除安全绩效、家庭财

务压力分别有一个题项载荷因子低于0.5其余均超过0.5，

且CR均大于0.7，AVE均大于0.5，因此可认为本研究量表

具有良好的聚敛效度。

表 2  模型拟合指标

Table 2  Model fit indices

模型 因子 χ2/df CFI TLI SRMR

单因子模型 A+B+C+D+E+F ＋ G 7.106 0.219 0.200 0.2060

二因子模型 A；B+C+D+E+F ＋ G 6.929 0.242 0.223 0.2031

三因子模型 A；B+C+D；E+F+G 5.790 0.388 0.372 0.1989

四因子模型 A；B+C+D；E；F+G 4.864 0.507 0.494 0.1715

五因子模型 A；B+C+D；E；F；G 4.428 0.563 0.551 0.1594

六因子模型 A；B；C+D；E；F；G 3.583 0.671 0.661 0.0891

七因子模型 A；B；C；D；E；F；G 2.472 0.935 0.926 0.0407

注：A 表示家庭动机；B 表示安全绩效；C 表示任务绩效；D
表示组织公民行为；E 表示组织约束；F 表示家庭财务压力；G 表示
工作胜任力，“+”表示把两个因子合并成一个因子。

4.2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为避免同源方法偏差，本研究采用Harman单因子分

析法，对共同方法偏差进行检验。结果显示，第一个因

子的方差解释量为28.832%，低于40%的临界标准，故本

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4.3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依据表3结果表明，员工的家庭动机与安全绩效

（r=0.233，p<0.01）、任务绩效（r=0.154，p<0.05）和组

织公民行为（r=0.174，p<0.05）均呈正相关。这些相关性

结果与我们的理论基础一致，为我们提出的模型提供了

初步支持。

表 3  测量变量的均值、方差和相关系数

Table 3  The mean, variance, and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of the variables

变量 M SD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性别 1.060 0.241 1

年龄 3.090 1.126 -0.034 1

文化程度 2.440 0.956 -0.117 -0.460** 1

工龄 2.280 1.317 -0.121 0.837** -0.342** 1

用工形式 1.870 0.945 0.014 -0.686** 0.326** -0.802** 1

家庭总人口数 1.950 0.885 0.085 -0.272** 0.020 -0.365** 0.296** 1

家庭动机 4.385 0.642 0.055 -0.029 0.000 -0.038 0.003 -0.001 1

安全绩效 4.470 0.526 -0.014 -0.005 0.108 -0.015 0.062 -0.016 0.233** 1

任务绩效 3.985 0.692 -0.051 0.129 0.057 0.141* -0.143* -0.087 0.154* 0.391** 1

组织公民行为 4.066 0.598 0.069 0.043 0.090 0.046 0.002 -0.051 0.174* 0.453** 0.564** 1

组织约束 2.297 1.329 -0.075 -0.158* 0.103 -0.122 0.097 -0.083 0.151* -0.046 0.059 -0.069 1

家庭财务压力 3.857 0.827 -0.041 -0.047 0.016 -0.080 0.048 0.031 0.439** 0.009 0.209** 0.092 0.259** 1

工作胜任力 4.195 0.579 0.016 -0.113 0.182** -0.126 0.076 -0.011 0.545** 0.322** 0.391** 0.375** 0.183** 0.433** 1

注：* 表示 p<0.05（双侧），** 表示 p<0.01（双侧）。M 为均值，SD 为标准差。

4.4  假设检验

本研究借助SPSS 26.0软件及其宏程序PROCESS，运

用层级回归方法以及Bootstrap法对假设进行检验。同时，

本研究在进行回归分析之前，进行了容忍度和方差膨胀

因子（VIF）检验。结果显示，所有变量的容忍度都大于

0.1，VIF均在10以内，基本排除多重共线性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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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效应检验 

依据表4结果显示，家庭动机与安全绩效呈显著正相

关（M1，β=0.243，p≤0.001）；家庭动机与任务绩效呈

显著正相关（M2，β=0.160，p<0.05）；家庭动机与组织

公民行为呈显著正相关（M3，β=0.176，p<0.05）；因此

假设H1、H2、H3成立。

表 4  层次回归结果

Table 4  Stepwise regression results

M1 M2 M3 M4 M5 M6

SP TP OCB SP TP OCB

控制变量

性别 -0.003 -0.043 0.082 -0.038 -0.051 0.080

年龄 0.060 0.161 0.142 0.084 0.117 0.090

文化程度 0.121 0.144 0.146 0.109 0.126 0.079

工龄 0.129 -0.075 0.004 0.040 -.0051 0.034

用工形式 0.155 -0.125 0.067 0.126 -0.133 0.014

家庭总人口数 -0.004 -0.043 -.045 -0.019 -0.036 -0.013

自变量 FM 0.243*** 0.160* 0.176* 0.268*** 0.111 -0.129

调节变量 OC -0.221**

交互项 FM*OC 0.243**

调节变量 FFS 0.112

交互项 FM*FFS 0.183**

调节变量 JC 0.507***

交互项 FM*JC -0.210**

R2 0.078 0.069 0.057 0.129 0.122 0.194

△ R2 0.058 0.026 0.031 0.042 0.030 0.033

F 2.460* 2.135* 1.760 3.315** 3.107** 5.372***

注：* 表示 p<0.05，** 表示 p<0.01，*** 表示 p<0.001；FM 代表家庭动机，SP 代表安全绩效，TP 代表任务绩效，OCB 代表组织公民行
为，OC 代表组织约束，FFS 代表家庭财务压力，JC 代表工作胜任力。

（2）调节效应检验

本研究通过分层回归分析检验调节效应，结果如

表4所示：在M4中纳入组织约束与家庭动机交互项，结

果显示组织约束显著正向调节家庭动机与安全绩效的关

系（β =0.243，p<0.01）；依据图2所示，高组织约束下

家庭动机与安全绩效的正向关联且较低组织约束显著增

强，假设H4成立。

图 2  组织约束调节效应关系图

Figure 2  Organizational constraint moderation effect 

relationship diagram

在M5中加入家庭财务压力与家庭动机交互项，结果

表明家庭财务压力显著正向调节家庭动机与任务绩效的

关系（β =0.183，p<0.01）；依据图3所示，高家庭财务

压力下家庭动机与任务绩效的正向关联且较低家庭财务

压力显著增强，假设H5成立。

图 3  家庭财务压力调节效应关系图

Figure 3  Family financial stress regulation effect 

relationship diagram

在M6中纳入工作胜任力与家庭动机交互项，结果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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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工作胜任力显著正向调节家庭动机与组织公民行为的

关系（β =-0.210，p<0.001）；依据图4所示，可知高工

作胜任力下家庭动机对组织公民行为的正向关联且较低

工作胜任力显著减弱，假设H6成立。

图 4  工作胜任力调节效应关系图

Figure 4  Work competency moderation effect relationship 
diagram

5  研究结论与启示

5.1  研究结论

本文从综合激励模型理论入手，探讨了家庭动机对

于石化行业一线操作员工角色内外绩效的影响，研究结

论如下：（1）家庭动机对石化行业一线操作员工的角色

内绩效（安全绩效、任务绩效）、角色外绩效（组织公

民行为）存在显著正向影响；（2）组织约束正向调节家

庭动机与安全绩效之间关系；（3）家庭财务压力正向调

节家庭动机与任务绩效之间关系；（4）工作胜任力正向

调节家庭动机与组织公民行为之间关系。

5.2  理论意义

在研究视角上，实现了理论基础与机制分析的深

化。以往研究多基于亲社会动机理论或行动识别理论，

侧重从情感联结与意义重构角度解释家庭动机的作用

（周红梅，郭永玉，2006）。本研究则以综合激励模型

为支撑，将家庭动机置于内在奖酬认知—努力—绩效—

奖酬—满意度的动态循环中分析。这一转变不仅将以往

笼统的工作绩效结果变量，具体解构为安全绩效、任务

绩效与组织公民行为的多维指标，而且揭示了家庭动机

差异化影响不同绩效维度的内在路径，在理论整合与机

制细化上推进了相关研究。

本研究纳入多个调节变量，构建了多维度绩效—

边界条件研究范式。结合石化行业高风险、高约束的特

征，遴选组织约束、家庭财务压力与工作胜任力三个调

节变量，克服了以往研究调节变量单一、与情境脱节的

不足，增强了理论模型的解释力与情境适配性。丰富了

综合激励模型在特殊行业的应用场景，也为工作-家庭互

动研究提供了更精细的分析视角。

5.3  管理启示

本研究为企业管理实践提供如下启示。

第一，重视并引导员工的家庭动机。家庭动机作

为关键内在动力，应被企业充分认识和利用。可通过定

制化培训与团队建设，帮助员工内化为家庭而努力的核

心价值，深刻理解工作对家庭的意义。同时，积极营造

家庭友好型工作环境，例如鼓励在办公区域展示家庭照

片，彰显对员工家庭责任的认同与支持。

第二，明确组织约束的关键作用，完善制度设计

与构建。组织约束作为管理和规范员工行为的手段，能

够规范员工行为，保障生产安全，提高工作效率。因此

当约束程度较高时，企业应建立柔性适配机制，如调研

员工家庭需求以弹性调整约束内容，并设立家属反馈通

道，避免与家庭利益冲突。当约束程度较低时，需强化

其正向引导功能，可设置安全无违规兑换家庭福利等奖

励，将遵守约束与家庭激励相结合。

第三，完善员工薪酬制度，纳入家庭财务压力因

素。本研究证实了家庭财务压力正向调节家庭动机与任

务绩效的关系，其水平高低最终会影响员工工作表现。

因此，企业需设计更合理的薪酬机制，将该调节作用转

化为绩效提升动能。构建与家庭生命周期匹配的专项补

贴机制，如为单身员工提供住房通勤补贴，为育儿期员

工设立育儿与教育补贴。同时，建立家庭财务动态响应

体系，包括设立应急补贴通道和月度生活成本预警，以

弹性适配员工财务压力，维持其工作努力强度。

第四，完善员工培养机制，提升员工工作胜任力。

员工工作胜任力不仅决定其岗位履职效果，更能激发员

工主动承担角色外责任、参与组织建设的意愿。企业需

构建能力提升与互助赋能的双轮驱动培养体系。一方

面，实施分层分类的技能培训，根据胜任力评估结果，

为不同水平员工提供基础或进阶培训。另一方面，建立

高带低的导师制与互助机制，将高胜任力员工纳入导师

库，结对帮扶，并通过营造分享文化与表彰激励，促进

知识共享与角色外行为。

5.4  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虽然探索了家庭动机与角色内外绩效的关

系，为一线操作员工在工作中将家庭动机向员工角色内

外绩效的转化提供了一定见解，但仍存在一些局限和不

足。首先，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员工自我报告，尽管通

过两阶段配对调查设计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同源方法偏

差，但仍不能忽视潜在同源方差的影响。因此未来研究

可从更多样化的数据来源入手以增强研究的可信度和实

用价值。其次，本研究重点探讨了组织约束、家庭财务

压力与工作胜任力的调节作用，然而员工的行为表现与

绩效成果往往还受到诸多其他因素的交织影响。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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氛围（Gao F et al.，2025）、工作资源（Shen C et al.，

2022）等都可能对家庭动机与员工绩效之间的关系产生

作用。因此，未来研究可将优势心理氛围、工作自主

性、工作繁荣等作为中介变量，以更全面地探讨家庭动

机对员工绩效的影响机制。最后，受行业特性限制，样

本中女性员工比例较低，这可能影响研究结论在不同性

别群体中的普适性。后续研究可扩大样本覆盖范围，增

加女性一线操作员工的样本量，并进一步探讨性别在家

庭动机与绩效关系中的调节角色，以深化对个体差异影

响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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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mpirical Study on the Effect of Family Motivations 
of Frontline Operators on their In-role and Extra-role 

Performance

Yu Xuan  Wang Jinmei  Wu Hongjing  Yu Jiakun

Southwest Petroleum University,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Chengdu

Abstract: This study employs a comprehensive motivation model as its theoretical foundation to examine the differential 
effects of family motivation on the role-related and non-role-related performance of frontline operational staff. It 
introduces organisational constraints, family financial pressure, and job competence as moderating variables to explore 
the boundary conditions of these differential effects. Focusing on frontline operators in the petrochemical industry, the 
study employed a two-round questionnaire survey, collecting 211 valid paired questionnaires. Empirical testing was 
conducted using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in SPSS 26.0 and Mplus7.4 Findings indicate: (1) Family motivation significantly 
and positively influences both in-role performance (safety performance, task performance) and extra-role performance 
(organis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ur) among petrochemical frontline operators; (2) Organisational constraints 
positively moder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y motivation and safety performance; (3) Household financial 
pressure positively moder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y motivation and task performance; (4) Job competence 
positively moder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y motivation and organis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ur. This study 
enriches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effects of family motivation on role-related and non-role-related performance and 
their boundary conditions. It assists enterprises in recognising the critical role of family motivation in stimulating both 
role-related and non-role-related performance among frontline operators in the petrochemical industry. Furthermore, 
it facilitates the formulation of differentiated guidance policies at various levels to promote the conversion of family 
motivation into role-related and non-role-related performance.
Key words: Family motivation; Safety performance; Task performance; Organis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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